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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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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构建了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机制分析框架，利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绿色专利合作以

及绿色技术转移微观大数据，刻画了中国 2010—2020 年 27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技术研发合作网络和绿色技术转移网络，并采用

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两者互动关系、作用渠道进行了实证检验，以及讨论了区域产学研政策协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城市协同

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具有互相促进的正反馈机制，体现出绿色创新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互促循环关系。②通过分解城市协同创新

及绿色技术转移为拓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发现两者互动关系仅体现在拓展边际层面，城市节点快速嵌入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

移网络，但城市间合作研发与技术转移强度相对偏低。③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关系仅在本城市技术转移的空间维度

生效、具有局部地区属性，全国性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链循环格局尚未形成。④基于文本分析法构造了区域（省级）政策协同指标，

发现区域产学研政策协同强化了城市协同创新对绿色技术转移的促进关系，反之却不成立，产学研政策主体和政策工具的协同水平

均有待提高。最后，针对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加强绿色技术协同创新，充分发挥不同创新主体以及各地区的不同创新优势，提

高绿色技术协同创新能力；畅通绿色技术转移渠道，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转移转化应用，促进绿色技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

互动；提升产学研政策协同水平，加强产学研政策制定部门协调沟通，增强产学研供给政策、需求政策以及环境政策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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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创新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驱动力量。然

而，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具有典型

的环境与创新“双重外部性”特征［1］，导致市场失灵以及创

新激励不足，也加剧了地区绿色创新差距［2］。通过技术转

移渠道弥补自身研发激励不足，是满足地区绿色技术需求

的重要选择［3］。已有诸多研究从地理邻近性、认知邻近

性、组织邻近性、制度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4］，技术来源、

技术类别与技术吸收能力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市场交

易制度［5-6］等方面，对技术转移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但

基于城市协同创新视角的研究还较为罕见。此外，绿色技

术转移是否反过来进一步强化城市协同创新激励也是一

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理论上，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

“研发创新”环节与以企业为主体“产品创新”环节存在互

相促进作用，创新价值链上游与下游存在互动溢出关

系［7-9］，侧面上反映了技术供需的互促机制。鉴于以上讨

论，在构建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机制框架的

基础上，本研究对两者互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期望从加

强城市协同创新的视角，为推进绿色技术转移以及消除地

区间绿色创新差距提供证据支撑，同时从破除绿色技术转

移制度障碍、促进绿色技术交易与需求满足的视角，为构

建城市协同创新路径提供指引。

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图 1呈现了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机制

理论框架。根据Hansen等［10］的创新价值链理论，创新价

值链可简化为“创新产生”和“创新转化”两个阶段，城市

协同创新则表现为以城市为空间载体的城市之间创新价

值链协同关系。一方面，“创新产生”反映了绿色技术供

给，处于绿色创新价值链上游环节，创新主体包括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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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和企业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以知识创新为主，企

业以技术转化与产品创新为主。除了城市创新主体独立

自主研发外，创新的产生还源于城市之间的联合研发与

协同创新。研究将城市协同创新聚焦于城市“创新产生”

环节。在此过程中，由政府主导的产学研协同政策，尤其

是供给端政策，也将在促进协同创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创新转化”反映了绿色技术应用，处于绿色技

术创新价值链的下游环节，企业作为技术需求和创新转

化的主体，将利用绿色技术促进资源节约、污染处置、节

能减排以及绿色产品生产。从技术来源看，城市企业除

了自主研发渠道，还会通过接受高校、科研机构、其他企

业的技术转移满足需求，包括本城市及其他城市技术转

移两个渠道。并且，区域产学研协同政策尤其是需求端

政策，将会对企业技术需求产生影响。根据上述分析可

知，城市协同和创新链协同概念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城

市协同创新，本质为城市之间“创新链”功能协同，表现为

城市之间“创新主体”协同和创新要素的集聚和扩散，城

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的互动关系，其实质上体现

了不同城市之间的创新价值链的循环特征。

1. 1　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机制

基于创新价值链循环视角，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

术转移的互动机制，体现了绿色技术供需之间存在的供

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1. 1. 1　城市协同创新影响绿色技术转移机制

城市协同创新通过发挥信息共享效应和信任效应促

进绿色技术转移，表现为绿色技术转移的拓展边际（Ex⁃
tensive Margin）与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两个维度。

第一，通过发挥信息共享效应和信任效应起效。一

是信息共享效应。加强城市绿色技术协同创新，有助于

发挥城市内部及不同城市之间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不

同创新主体研发资源优势，促进知识共享以及消除信息

不对称［11］，降低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12-14］，除促进显性知

识传播外，城市协同创新网络还为创新主体提供异质性

资源和缄默性知识［15］，而这种隐性信息正是创新的重要

支撑要素，有助于提高本地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转

移概率。二是信任效应。城市协同创新活动在创造和积

累知识时具有技术溢出效应［16］。绿色技术转移体现了这

一技术溢出的过程，空间距离越远、认知差距越大、市场

交易壁垒越多、制度文化分割越严重、转入方技术吸收能

力越弱，则技术转移成本越高［4］。城市协同创新网络通

过配置不同地区创新主体的合作基础，构造了研发合作

信任网络。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类型，扮演着产学

研合作润滑剂的角色［17］，有助于降低城市创新主体之间

的协调与交易成本，并通过这一非正式制度促进技术合

作交流与信息分享，促进突破绿色技术转移的空间距离

与制度壁垒障碍。

第二，绿色技术转移的拓展边际与集约边际渠道。

两者分别指绿色技术转移城市数量和城市平均转移强

度，体现了城市之间绿色技术转移的广度和深度。在信

息共享效应驱动下，更多的城市之间依托既有的协同创

新合作网，逐步形成了绿色技术转移与转化的合作关

系，进而表现出显著的绿色技术转移拓展边际，但由于

短期内城市之间信任机制未能建立，集约边际可能不

明显。

第三，从技术转移空间流向来看，绿色技术转移可以

分为本城市技术转移和其他城市技术转移两个方面，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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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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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因素以及制度邻近等因素影响，城市协同创新对本

地绿色技术转移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强，跨区域绿色技术

转移面临着空间距离以及制度壁垒的双重制约，地区之

间产学研政策协同水平低、技术合作机制不畅通以及技

术交易市场不健全都是制约跨地区绿色技术转移的制度

因素。故提出假说1。
假说 1：城市协同创新有助于促进绿色技术转移，表

现为绿色技术转移的拓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两条渠道，而

且对本城市技术转移的影响可能更显著。

1. 1. 2　绿色技术转移影响城市协同创新机制

反过来讲，绿色技术转移通过发挥需求牵引效应和

网络通道效应影响城市协同创新，表现为城市协同创新

的拓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两个渠道。

一方面，通过需求牵引效应和网络通道效应发挥作

用。一是需求牵引效应。外源技术转移是满足企业技术

需求的重要途径［3，18］，侧面反映了技术市场需求与市场交

易水平，技术转移通过发挥市场“无形之手”作用，能够推

进创新要素有机联结以及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有助于

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以及提高协同创新绩效。不少研究发

现，在区域产学研一体化合作中，由企业参与的“产-学”

或者“产-研”合作模式相较于“学-研”模式，具有更好的

创新激励效果［6-7］，这是因为，企业的技术应用与产品创

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将通过需求牵引效应促进不

同机构协同创新。二是网络通道效应。作为连接创新价

值链上下游不同环节的重要纽带，技术转移表现出多节

点、多区域的技术转出和转入空间网络特征，使得绿色技

术转移网络和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具有一定重叠特征［19］。

根据是否有合作基础的标准，可将绿色技术转移对象分

为有研发合作基础和未有研发合作基础的两类企业，对

于前一种情况而言，不同创新主体除法律规定外通常拥

有共同专利权、技术转移较少，而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

不论是何种情况，城市之间形成的技术转移网络通道，都

有助于降低协同创新合作的交易成本以及提高不同城市

创新主体的合作概率。

另一方面，城市协同创新的拓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渠

道。两者分别指绿色技术合作研发城市数量和平均合作

研发强度，体现了城市协同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在需求

牵引效应作用下，更多的城市倾向于与绿色技术先进的

城市合作，促进了城市合作研发网络的拓展，表现出显著

的城市协同创新拓展边际。在网络通道效应的作用下，

已有绿色技术转移合作基础的城市之间可能存在更强的

合作研发激励，表现出显著的城市协同创新集约边际。

故提出假说2。
假说 2：绿色技术转移有助于促进城市协同创新，表

现为城市协同创新的拓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两条渠道。

1. 2　区域政策协同的调节效应

政策协同是指不同政府及政府部门通过沟通对话使

公共政策相互兼容、协调、支持以解决复杂性问题和实现

共同目标的方式［20］。政府需要提高针对协同创新的政策

一致导向性，才能有利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四者

之间的行动最优同步化［21］。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

移都涉及创新主体的知识、资源、行为及绩效的全面整

合，加强政策协同、提高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与创新活动

匹配性，是提高协同创新绩效、促进绿色技术转移的重要

驱动因素。

根据政策实施主体及政策内容，可将区域（省级）政

策协同划分为政策主体协同、政策工具协同两个方面。

政策主体协同表现为不同省级部门联合制定与发布协同

政策，有助于降低政策执行冲突，提高产学研政策精准

度。另外，根据Rothwell等［22］的创新政策三分法，创新政

策工具分为供给政策、需求政策及环境政策等三类。供

给政策是指为产学研合作提供人才、资金、设备支持，引

导“产学研金介用”等创新主体构建“关系契约”，拓展合

作网络［23］，对于促进城市协同创新与产学研一体化有重

要促进作用；需求政策包括扩大政府采购、加强技术转移

政策支持等，有助于为促进本地绿色技术转移提供重要

政策支持；环境政策则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市场

交易制度与法律法规等，是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动力活力、

促进绿色技术市场化交易的制度支撑。总之，通过不同

类别政策工具协同发力，在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绿色技术

转移的同时，还有助于为创新价值链循环提供良好的制

度环境保障。因此提出假说3。
假说 3：区域政策协同有助于发挥政策主体协同、政

策工具协同作用，促进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循

环互动。

2　研究设计

2. 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根据理论分析，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存在

互动因果关系，这会引起内生问题。本研究所关注的问

题涉及一组相互联系的方程，且其中某一方程的解释变

量是另外方程的被解释变量，联立方程组模型能够较好

地适用于这一研究需求［24］。对于联立方程组模型参数的

估计，可分为单方程估计法以及系统估计法两类，前者通

常选择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或者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子方

程逐个估计，以缓解互动内生问题，但这一方法忽略了自

方程之间的联系及扰动项的关联性，导致估计有偏。借

鉴祁毓等［25］、林伯强等［26］的做法，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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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Stage Least Square，3SLS）对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

估计，分析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之间的互动关

系。具体模型如下：

ln gtri，t = a0 + α ln rsii，t - 1 + λXi，t - 1 + ai + vt + εi，t

（1）
ln rsii，t = b0 + β ln gtri，t - 1 + γWi，t - 1 + mi + nt + ei，t

（2）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是城市绿色技术转移（ln gtr），

核心解释变量是城市协同创新（ln rsi）， Xi，t-1为城市 i 在

t-1年影响绿色技术转移的有关控制变量，λ为控制变量

系数向量，ai和 vt分别表示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残

差扰动项。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协同创新（ln 
rsi），核心解释变量为绿色技术转移（ln gtr）， Wi，t-1为城市 i

在 t-1年影响城市协同创新的有关控制变量，γ为控制变

量系数向量，考虑到投入要素发挥作用存在时滞，以及尽

量避免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回归时解释变量均

取滞后一期。mi和 nt分别表示地区与年份固定效应，ei，t

为残差扰动项。研究关注的核心是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α

和 β，通过联立方程组模型可求解迭代直至收敛的估计系

数，随着估计变化的扰动项协方差矩阵不断迭代，直至参

数估计值收敛至一个稳定点，此时的估计系数组即为全

局最优解，如果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对调互换且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存在 α>0且 β>0，意味着城市协同创

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之间存在显著的互相促进关系。其他

变量说明如下。

核心变量一。城市绿色技术转移（ln gtr），采用城市

绿色发明专利权转让数量并取对数表示。这一指标根据

本研究构造的全国城市专利权转让网络数据计算获得，

这一网络属于典型有向网络，城市之间连线的箭头从专

利输出城市指向技术转入城市。衡量技术转移的常见指

标有专利引用、专利转让、专利学科以及技术合同成交

等，由于缺乏城市维度的技术合同成交数据和专利引文

数据，而且通过综合比较专利权许可和专利权转让数据

的优劣性后，选择使用专利权转让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根

据《专利法》第 10条和第 12条的规定，专利转让指专利权

人发生变更，出让人与受让人必须订立书面合同，且须经

专利局登记和公告后方能生效，法律程序更为严格，代表

了一种更强的技术流动。

核心变量二。城市协同创新（ln rsi），这一指标体现

了城市协同创新绩效，采用本城市与其他城市绿色发明

专利合作研发授权总数取对数表示。指标的构造来自搜

集整理的全国城市绿色技术合作研发网络数据，这一网

络属于典型的无向网络。这一指标既包含了各研发主体

的水平合作，即不同地区之间的企业与企业、高校与高

校、科研机构与科研机构的合作，也包括了垂直合作，即

不同地区之间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与其他类别创新主

体研发合作等，体现了协同创新绩效。

调节变量。区域政策协同（rps）。借鉴赵晶等［6］、孙

静等［27］对于联合颁布政策的计算方式，利用文本分析法

搜集了 2010—2020年各省份出台的有关产学研政策的文

本，构造了省级层面而非城市维度的产学研政策协同指

标，考虑到不同省份部门联合制定产学研合作支持政策

的情况比较罕见，通过构造区域（省级）产学研政策协同

指标（简称“区域政策协同”），探讨其对城市协同创新与

绿色技术转移互动关系的影响。区域政策协同可分为主

体协同和工具协同两方面，计算公式如下。

区域政策主体协同 zts。计算公式为 ztsjt = ∑n = 1
N PZn

N ，

其中 j和 t表示省份及年份，N表示 j省份当年颁布的政策

数目，n表示第 n条政策，PZn表示第 n条政策的主体协同

度，采用政策发布主体数量表示；通过将 j省份在 t年颁布

的各类政策的主体协同度取均值，则可计算得到省份 j在

年度 t的政策主体协同度 zts。

政策工具协同度 gjs。根据 Rothwell 等［22］的研究，可

将创新政策分为供给类政策、需求类政策及环境类政策

三种。政策工具协同度计算公式为 gjsjt = ∑n = 1
N PGn

N ，其

中 PGn表示第 n 条政策的协同度，在供给类、需求类及环

境类政策中，若仅存在一类，则定义为 1，若三类均存在，

则定义为 3；通过将 j省份在 t年颁布的各类政策的工具协

同度取均值，可得到省份 j在年度 t的政策工具协同度gjs。

最终，区域政策协同 rps指标可定义为政策主体协同

zts与政策工具协同gjs的乘积，即 rps=zts×gjs。

控制变量。对控制变量而言，考虑到城市协同创新

和绿色技术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根据有关研

究［4，6-7，13-14，28］，对两者的影响因素进行区分处理。

一类控制变量是影响绿色技术转移的因素 X。除城

市协同创新 rsi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外，控制变量中，首先需

要考虑城市绿色技术转移网络位置特征，结合全国城市绿

色技术转移有向网络数据，可测算反映城市绿色技术转移

网络位置的关键指标。①出度中心度 dc_outmt，反映的是

在 t年接受节点城市m技术转出的城市数量占比，计算公

式为 dc_outmt = kmt

N - 1，kmt表示与节点城市 m 存在直接合

作关系的城市数量，N代表城市数，N-1是自由度。②入

度中心度 dc_innt，反映的是对节点城市 n进行技术转出的

城市数量比重，计算公式为 dc_innt = knt

N - 1。③中介中心

度 bc，考虑到技术转移网络的有向特征，标准化的中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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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度计算公式为 bci = ∑ δsj (i )
δsj (N - 1) (N - 2)，其中 δsj 代表 s

到 j之间的最优路径条数，δsj (i ) 表示最优路径条数中通过

城市 i的条数，最优路径即城市之间合作的最短距离路径。

④城市综合创新能力 ln app，采用城市专利（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外观设计）申请总数取对数表示，地区综合创新能

力反映了城市创新活力水平，也是开展城市协同创新的基

础。⑤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ln pgdp，采用城市人均 GDP 取

对数表示，经济越发达则与其他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度越

高，技术转移合作的机会也就越多。⑥城市知识产权保护

qrate，知识产权保护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制度保障，包括行

政执法保护与司法保护等方面。鉴于这一指标的城市维

度数据获取较为困难，参考孙博文等［2］的研究，对城市所

在省份的行政执法保护水平进行测度，计算公式为省级知

识产权保护=1-专利侵权纠纷/当年专利申请授权数量。

⑦城市行政等级 cgl，将直辖市、省会及副省级城市设定为

1，其他为 0，城市行政等级越高对创新资源的支配能力越

强，可能表现出更强的绿色技术转移能力。⑧高铁开通

HSR，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有助于压缩时空距离，促进知识

扩散与技术转移，为缓解内生性，本研究构造中国高铁开

通 HSR 这一外生冲击变量，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共有 410
个城市开通高铁，借鉴多期DID的设定方法，将城市高铁

开通当年及之后年份的HSR为1，其他为0。
另一类控制变量是影响城市协同创新的因素W。。除

城市绿色技术转移 gtr这一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控制变量

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城市协同创新网络位置特征变量，

包括：①度数中心度DC，反映了节点城市与其他城市直接

合作水平及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标准化的度数中心度

计算公式为 DCit = kit (N - 1)，kit 表示在 t年与节点城市 i

存在直接合作关系的城市总数，N代表节点城市数。②中

介中心度BC，度量节点城市资源控制力。若节点城市承

担较多的其他城市对最优连接路径的“中间人”角色，则该

城市中介中心度就越大，将能较大程度上影响网络中其他

节点间的合作关系，控制其他节点城市的创新资源分配。

由于绿色技术合作网络的无向特征，标准化中介中心度计

算公式为 BCi = ∑ δsj (i )
δsj (N - 1) (N - 2) 2，其中 δsj 代表 s 到 j

之间的最优路径条数，δsj (i ) 表示最优路径条数中过 i的条

数，最优路径即城市之间合作的最短距离路径。其他控制

变量包括：③城市环境规制 er，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发波特

效应，激励地区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对于这一指标的

计算，参考沈坤荣等［29］和徐保昌等［30］的研究，以工业 SO2
去除率、工业 COD去除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生

活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五个指标作为基

础数据计算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水平。首先采用时空极差

熵权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及权重赋值，然后对各指标

得分加权平均处理得到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指标 er，采用插

值法和趋势外推法补足缺失值。④城市综合创新能力 ln 
app，采用城市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申请

总数取对数表示，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通常具有更好协同

创新基础，但也有研究认为，城市创新能力越弱，则越倾向

于通过协同创新方式提升自身创新水平［14］。⑤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 ln pgdp，采用城市人均GDP取对数表示，经济发

达的城市与其他城市存在更密切的经济往来，具有更好的

协同创新合作基础。⑥城市外商直接投资 ln fdi，采用外

商直接投资总额取对数表示，城市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促进获得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

城市协同创新。⑦城市金融发展水平 fin，采用年末存贷

款余额与 GDP 比值表示，城市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研发

融资约束，降低绿色创新研发风险，促进研发合作。⑧城

市产业结构 ins，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交通

运输服务业、行政监管设计业、生产性服务业等是绿色技

术创新的重要来源。⑨城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qrate，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

和合作，激发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活力。⑩城市行政等级

cgl，将省会、副省级及直辖市设定为1，其他为0，行政等级

越高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城市协同创新能力。⑪高铁开通

HSR，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有助于压缩时空距离，提升了人

才、资本与创新要素的流动性［31］，有助于促进知识流动、

扩散与溢出，提高城市协同创新能力。

2. 2　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研究核心数据库是城市绿色专利研发合作网络数

据和城市绿色技术转移网络数据；样本数据时限为 2010
—2020年。首先依托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专利数据库

和 Patsnap智慧芽专利检索平台，通过机构合作以及利用

数据爬虫技术和人工检索等方式，获得全国 2010—2020
年近 860万条基础专利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

绿色专利识别和分析工作。研究未涉及港澳台数据。首

先，需要确定绿色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的识别标准，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相关准则，2010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了国际

专利分类绿色清单（IPC Green Inventory）检索工具，将绿

色专利分为七大类，分别是交通运输、废弃物管理、能源

节约、替代能源生产、行政监管与设计、农林和核电等。

本研究结合专利基础数据库、绿色专利分类清单及专利

IPC分类号，对绿色专利进行了识别，并结合专利条目分

类信息、地理信息、申请主体、专利权转让信息等，对 27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专利申请、授权数进行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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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中国三类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中，只有发明专利需要经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2～3
年的审查周期，相对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而

言，稳定性、创新性和质量更高，因此采用发明专利指标

数据构建技术合作与技术流动网络。为确保专利数据的

准确可靠性，研究根据中国历年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历年

火炬年鉴、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等数据库进

行交叉验证。另外，通过进一步识别分析绿色专利合作

和技术转移信息，在中国 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剔除了数

据缺失值较为严重的 60个城市，最终构造了 2010—2020
年全国 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此处省略样本城市名录，

可向作者索取）绿色专利合作研发网络数据、城市绿色技

术转移网络数据。最后，城市及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来

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

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等。主要

指标的统计描述见表1。
3　实证分析

3. 1　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机制检验

表 2基于联立方程组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

法（3SLS），报告了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机

制的实证检验结果。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作用发挥的时

滞性因素以及最大程度缓解互动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问

题，对除高铁开通HSR和城市行政级别 cgl两个外生变量

之外的其他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一方面，表 2列（1）和列（2）报告了城市协同创新对绿

色技术转移的影响结果。列（1）显示，城市协同创新对城

市绿色技术转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列（2）在列（1）的基

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年份、城市固定效应后发现，这一促进

效应同样显著，但系数绝对值有较大幅度下降。结果表

明，城市协同创新可能通过发挥信息共享效应和信任效

应促进了绿色技术转移。绿色技术转移是弥补绿色技术

创新研发能力不足的重要方式，本研究从城市协同创新

视角证实了绿色技术供给能力提升对促进绿色技术转

移、满足绿色技术需求的影响，体现了绿色创新价值链上

游“创新产生”对下游“创新转化”的前端溢出效应。另一

方面，列（3）和列（4）报告了绿色技术转移对城市协同创

新的反向影响关系。列（3）发现，绿色技术转移对城市协

同创新也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列（4）在列（3）的基础

之上进一步控制了年份和时间固定效应，发现绿色技术

转移同样显著促进城市协同创新，但系数有显著下降。

这意味着，绿色技术转移可能通过发挥需求牵引效应和

网络通道效应促进了城市协同创新，体现了绿色创新价

值链下游“创新转化”对创新价值链上游“创新产生”的后

端溢出效应。现实中，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

新体系的不断完善，通过发挥绿色技术需求牵引作用，识

别关键绿色技术需求，制定 “市场需求驱动→研发动力激

活→联合专利研发→城市协同创新”的技术路线图，促进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rsi

gtr

DC

BC

dc_out

dc_in

bc

ln app

ln pgdp

er

ins

ln fdi

fin

cgl

HSR

qrate

zts

gjs

rps

变量名称

城市协同创新

城市绿色技术转移

度数中心度（绿色专利研发合作无向网络）

中介中心度（绿色专利研发合作无向网络）

出度中心度（绿色技术转移有向网络）

入度中心度（绿色技术转移有向网络）

中介中心度（绿色技术转移有向网络）

城市综合创新能力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环境规制

城市产业结构

城市外商直接投资

城市金融发展水平

城市行政等级水平

高铁开通

省级知识产权保护

政策主体协同

政策工具协同

区域政策协同

样本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3 058

均值

28. 492
14. 321
0. 016
0. 005
0. 039
0. 039
0. 003
6. 364
4. 606
0. 773

37. 234
4. 327
2. 757
0. 129
0. 464
0. 005
2. 601
2. 447
6. 360

标准差

164. 606
55. 362
0. 038
0. 036
0. 072
0. 060
0. 012
1. 731
0. 336
0. 144

15. 357
0. 816
2. 176
0. 336
0. 499
0. 006
0. 925
0. 382
2. 493

最小值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1. 609
2. 883
0. 020
0. 000
0. 477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2. 000
1. 667
3. 333

最大值

3 676. 000
1 125. 000

0. 585
0. 829
0. 653
0. 497
0. 237

11. 688
5. 726
1. 053

83. 870
6. 489

38. 237
1. 000
1. 000
0. 049
6. 000
3. 000

15.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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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地区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双螺旋融合，已经成为推进

地方产学研一体化的重要路径选择。综上结果不难得

出，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之间存在显著的互相

促进关系，体现了绿色技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高水平互

动循环，为绿色创新价值链循环提供了中国证据。

控制变量中，结合表 2列（2）和列（4）发现：一方面，对

于列（2）中影响绿色技术转移的控制变量而言，城市绿色

技术转移数量与城市所在绿色技术转移网络中的位置密

切相关，绿色技术转移的出度中心度和入度中心度都对

绿色技术转移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中介中心度反而不利

于绿色技术转移。说明总体上，具有较大绿色技术转出

数量的城市与其资源控制能力尚不匹配，随着城市协同

创新网络和绿色技术转移网络密度的不断增加，核心节

点城市的控制水平有所下降。其他控制变量中，城市综

合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城市行

政级别、城市高铁开通都显著提高了绿色技术转移水平。

另一方面，对于列（4）中影响城市协同创新的控制变量而

言，在城市专利合作研发网络中，城市度数中心度显著提

高了城市协同创新水平，但中介中心度反而对城市协同

创新表现出不利影响；环境规制对城市协同创新表现出

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未能通过显著水平检验，未表现出明

显的波特效应；城市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综合创新

能力、行政级别等因素都对城市协同创新有促进作用，但

城市金融发展、经济发展、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高铁开通对

城市协同创新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检验。

3. 2　稳健性讨论

表 3 采用以下 4 种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列（1）
和列（2）中，考虑到因变量受限属性以及存在的离散现

象，采用面板 Tobit模型对城市协同创新和绿色技术转移

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二是列（3）和列（4）中，为排

除内生变量离散特征的影响，通过剔除城市协同创新和

绿色技术转移数量为零的样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

估计，为缓解内生问题，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处理。三

是列（5）和列（6）中，剔除城市联合研发专利数量为零的

样本后，考虑联立方程组同时包含负二项回归方程及被

解释变量不为零的回归方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或

者三阶段最小二乘法都会造成估计偏误，故借鉴

Geweke［32］、Hajivassiliou 等［33］和 Keane［34］提出的 Geweke⁃
Hajivassiliou⁃Keane（GHK）算法，对此混合联立方程组模

型进行估计。四是列（7）和列（8）中，考虑到城市协同创

新与绿色技术转移的动态滞后变量影响，进一步构造动

态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回归检验，联立方程组的动态性

通过纳入滞后一期内生变量实现。以上四种方法均显

示，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之间存在显著的互相

促进关系，结论稳健。

3. 3　机制分析

3. 3. 1　绿色技术转移的二元边际机制

为深入检验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二元边际

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将城市绿色技术转移分解为拓

表 2　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联立方程组基准

估计结果

变量

ln rsi t-1

ln gtr t-1

dc_out t-1

dc_in t-1

bc t-1

DC t-1

BC t-1

er t-1

ln fdi t-1

fin t-1

ins t-1

ln app t-1

ln pgdp t-1

qrate t-1

cgl

HSR

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N

R2

ln gtr

（1）
0. 130***

（0. 013）

4. 804***

（0. 369）
3. 818***

（0. 427）
-4. 440***

（1. 376）

0. 346***

（0. 012）
0. 281***

（0. 044）
11. 622***

（2. 350）
0. 309***

（0. 046）
0. 043

（0. 027）
无

无

2 780
0. 811

（2）
0. 034**

（0. 017）

2. 732***

（0. 368）
4. 252***

（0. 473）
-6. 609**

（2. 630）

0. 136***

（0. 026）
0. 206**

（0. 089）
11. 962***

（2. 961）
3. 339***

（0. 479）
0. 062*

（0. 036）
有

有

2 780
0. 864

ln rsi
（3）

0. 123***

（0. 023）

17. 870***

（1. 312）
-9. 696***

（1. 065）
-0. 099

（0. 130）
0. 233***

（0. 025）
-0. 009

（0. 009）
0. 007***

（0. 001）
0. 240***

（0. 017）
0. 628***

（0. 064）
5. 364*

（3. 113）
0. 645***

（0. 067）
-0. 117***

（0. 035）
无

无

2 780
0. 726

（4）

0. 058***

（0. 021）

5. 633***

（1. 447）
-2. 859**

（1. 421）
0. 025

（0. 170）
0. 128***

（0. 032）
-0. 004

（0. 010）
0. 006**

（0. 003）
0. 072**

（0. 029）
0. 100

（0. 120）
-0. 851

（3. 262）
4. 053***

（0. 705）
0. 046

（0. 040）
有

有

2 780
0. 855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列

（1）是基准回归，列（2）是在列（1）的基础上控制了年份和城市固定

效应；列（3）是基准回归，列（4）是在列（3）的基础上控制了年份和时

间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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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开展实证分析。具体地，将城市绿色

技术转移拓展边际定义为接受本城市绿色技术转移的城

市数量 ex_gt，反映了绿色技术转移广度；将集约边际定义

为接受本城市绿色技术转移的城市的绿色专利平均数量

in_gt，反映城市之间绿色技术转移强度。进一步对两者

取对数并进行联立方程估计。

表 4基于绿色技术转移拓展边际与集约边际视角报

告了作用机制渠道。一方面，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

城市协同创新对绿色技术转移拓展边际、集约边际的影

响，发现城市协同创新显著改善了绿色技术转移拓展边

际，提高了绿色技术转移城市数量，但未能显著提升绿色

技术转移的集约边际，对城市之间绿色技术转移强度反

而表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这可能与大量的新城市参与

到绿色技术转移网络中有关，而由于长效机制不健全，技

术转移合作强度尚未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列（3）和列

（4）分别报告了绿色技术转移拓展边际、集约边际对城市

协同创新的影响，发现仅拓展边际显著促进了城市协同

创新，集约边际作用不显著。综上可知，城市协同创新与

绿色转移的互动关系仅体现在绿色技术转移拓展边际层

面，集约边际层面的互动机制不显著。这可能与绿色技

术转移集约边际变异水平偏低有关。数据表明，全国层

面城市绿色技术转移拓展边际从 2010年的平均值为 3增

至 2020年的 28，增加了 8倍，越来越多的城市之间发生了

绿色专利权转让行为，城市之间技术转移活动日趋频繁；

而集约边际则从 2020 年的 0. 26 增至 2020 年的 0. 67，增
速明显低于拓展边际增速，城市之间转移强度偏低，跨地

区技术转移网络还比较松散。这表明中国跨地区的绿色

技术转移渠道尚不稳定且较为脆弱，缺乏跨区域的绿色

技术转移长效合作机制，这与城市的产业结构、技术属性

以及技术交易市场发育等制约因素不无关系。

3. 3. 2　本地与异地绿色技术转移机制

为探讨城市协同创新对本地与异地绿色技术转移的

不同影响作用，将城市绿色技术转移 gtr分解为内部技术

转移 gtr_local 与外部技术转移 gtr_other 两个指标。在对

两者取对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

表 5报告了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内部转移和外

部转移的互动机制。一方面，列（1）和列（2）分别呈现了

城市协同创新对内部与外部技术转移影响，发现仅对内

部技术转移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外部技术转移的

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内部技术转移表现为城市内部

不同创新主体如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之间的专利权转

让，本地创新主体之间的技术转移合作在地理邻近性、制

度邻近性、产业结构互补性等方面，都比与其他城市之间

的技术合作更有优势。另一方面，列（3）和列（4）分别呈

现了城市内部与外部技术转移对城市协同创新的作用，

发现两者都显著促进了城市协同创新，本地与异地绿色

技术需求都对城市协同创新表现出显著的牵引作用。综

表 3　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互动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ln rsi t-1

ln gtr t-1

控制变量

N

R2

面板Tobit模型

ln gtr

（1）
0. 039**

（0. 017）

有

2 780
-

ln rsi
（2）

0. 063***

（0. 021）
有

2 780
-

样本筛选及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ln gtr

（3）
0. 024**

（0. 011）

有

1 828
0. 875

ln rsi
（4）

0. 049**

（0. 022）
有

2 140
0. 871

基于GHK算法估计

ln gtr

（5）
0. 037*

（0. 019）
0. 086***

（0. 022）
有

2 384
0. 858

ln rsi
（6）

0. 103***

（0. 020）
有

2 384
0. 852

动态联立方程组模型

ln gtr

（7）
0. 031*

（0. 017）
0. 058***

（0. 021）
有

2 780
0. 865

ln rsi
（8）

0. 155***

（0. 022）
0. 086***

（0. 022）
有

2 780
0. 857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各列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

表 4　城市协同创新影响绿色技术转移二元边际机制检验

变量

ln rsi t-1

ln ex_gt t-1

ln in_gt t-1

控制变量

N

R2

ln ex_gt

（1）
0. 030**

（0. 013）

有

2 780
0. 891

ln in_gt

（2）
-0. 014*

（0. 008）

有

2 780
0. 526

ln rsi
（3）

0. 088***

（0. 027）

有

2 780
0. 855

（4）

-0. 023
（0. 045）

有

2 780
0. 854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各

列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列（1）和列（2）分别报告

了滞后一期城市协同创新对绿色技术转移拓展边际、集约边际的影

响结果；列（3）和列（4）分别报告了滞后一期绿色技术转移拓展边

际、集约边际对城市协同创新的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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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现，中国城市绿色技术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之

间的互动关系具有局部地区属性，本地绿色技术转移依

然占主导，不少地区技术转移联盟的建设对空间邻近因

素较为依赖，地缘因素在跨地区技术转移活动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之间更容易发生技术

转移，而全国性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链循环格局尚未

形成。

3. 3. 3　城市协同创新的二元边际机制

为深入检验城市协同创新的二元边际与绿色技术转

移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将城市协同创新分解拓展边

际和集约边际，以开展实证分析。考虑到本研究将城市

绿色专利合作研发总数定义为城市协同创新水平，这一

指标实际上包含了“与多少城市合作”以及“平均城市对

合作强度”两个维度内容，因此将城市协同创新拓展边际

定义为与本城市绿色专利合作研发的城市数量 ex，反映

了绿色专利合作研发的广度；将集约边际定义为与本城

市绿色专利合作研发的平均数量 in，反映了绿色专利合作

研发的深度。通过对两者取对数并进行联立方程估计。

表 6报告了城市协同创新集约边际与拓展边际作用

机制渠道。一方面，列（1）和列（2）分别呈现了城市协同

创新拓展边际、集约边际对绿色技术转移的影响，发现仅

拓展边际通过显著检验，这说明城市绿色专利研发合作

广度的增加是促进绿色技术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更多

的城市绿色专利合作促进了更频繁的绿色技术转移，但

城市之间合作的强度增加可能并不明显，导致对绿色技

术转移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另一方面，列（3）和列（4）分

别报告了绿色技术转移对城市协同创新拓展边际、集约

边际的影响，发现仅对拓展边际有显著促进作用。这表

明，城市之间的绿色技术转移进一步拓展了城市绿色专

利合作研发网络，促进更多的城市成为新的合作网络节

点，但城市合作强度的提升速度可能明显偏低。以北京

市为例，与北京存在绿色专利直接合作研发关系的城市

从 2010 年的 94 个增加至 2020 年的 174 个，平均增速为

6. 4%，与此同时，与北京合作研发绿色专利的平均数量

从 2010年的 8件增至 2020年的 12件，平均增速为 4. 1%，

明显低于合作城市数量的增长速度。全国层面的数据也

支撑了这一结论，拓展边际全国平均值从 2010 年的 2 个

增至 2020年的 8个，增加了 3倍，而集约边际全国平均值

仅从 2010 年的 2. 5 增至 2020 年的 2. 6。综上结果可知，

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的互动机制，更具体地，表

现为城市协同创新拓展边际而非集约边际与绿色技术转

移的互动促进作用，城市之间绿色专利研发合作深度还

有待提升，城市协同创新亟须破除有关体制机制障碍。

4　区域政策协同调节机制

基于区域政策协同 rps、政策主体协同 zts与政策工具

协同 gjs等变量设定，本研究从省级部门协同政策制定的

视角，进一步探讨其对绿色创新价值链循环的影响。基

于所构造的基础数据库，鉴于不同城市之间协同创新、绿

色技术转移数据，不仅包括本省域不同城市之间的绿色

创新合作数据，还包括本省域城市与其他省份城市的合

作数据。若直接以其为核心变量进行回归，则会高估城

表 6　城市协同创新二元边际影响绿色技术转移机制检验

变量

ln ex t-1

ln in t-1

ln gtr t-1

控制变量

N

R2

ln gtr

（1）
0. 067***

（0. 024）

有

2 780
0. 864

（2）

-0. 034
（0. 025）

有

2 780
0. 864

ln ex

（3）

0. 060***

（0. 015）
有

2 780
0. 832

ln in

（4）

-0. 012
（0. 014）

有

2 780
0. 651

注：*** P<0. 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各列均控制了年份固定

效应、城市固定效应。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滞后一期城市协同

创新拓展边际、集约边际对绿色技术转移的影响结果；列（3）和列

（4）分别报告了滞后一期绿色技术转移对城市协同创新拓展边际、

集约边际的影响结果。

表 5　城市协同创新影响城市本地与异地绿色技术

转移机制检验

变量

ln rsi t-1

ln gtr_local t-1

ln gtr_other t-1

控制变量

N

R2

ln gtr

（1）
local

0. 041**

（0. 017）

有

2 780
0. 862

（2）
other

0. 006
（0. 010）

有

2 780
0. 693

ln rsi
（3）
local

0. 050**

（0. 021）

有

2 780
0. 854

（4）
other

0. 059*

（0. 036）
有

2 780
0. 854

注：* P<0. 10，** P<0. 05；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各列均控制了

年份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滞后一期

城市协同创新对城市本地与异地技术转移的影响结果；列（3）和列

（4）分别报告了滞后一期城市本地与异地技术转移对城市协同创新

的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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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协同创新和绿色技术转移水平，造成区域协同政策的

调节效应估计偏误。为此，仅考虑本省域城市合作情况，

重新构造了省域城市协同创新（ln rsi_ip t-1）和省域绿色技

术转移（ln gtr_ip t-1）两个新指标，以探讨省级产学研政策

协同对省域城市协同创新与技术转移互动关系的调节

作用。

表 7报告了区域产学研政策协同的调节机制实证结

果。一方面，列（1）—列（3）分别构造了区域政策协同、政

策主体协同、政策工具协同等指标和城市协同创新的交

互项（ln rsi_ip t-1×rps， ln rsi_ip t-1×zts 和 ln rsi_ip t-1×gjs），其

系数反映了不同层面政策协同对城市协同创新影响绿色

技术转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仅列（1）中区域政策协

同与城市协同创新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区域政

策协同有助于强化城市协同创新对绿色技术转移的促进

作用。进一步分析列（2）和列（3）发现，政策主体协同和

政策工具协同虽然都强化了城市协同创新对绿色技术转

移的促进作用，但均未能通过显著检验。另一方面，列

（4）—列（6）分别构造了区域政策协同、政策主体协同、政

策工具协同和绿色技术转移的交互项（ln gtr_ip t-1×rps，

ln gtr_ip t-1×zts和 ln gtr_ip t-1×gjs），其系数反映了政策协同

对绿色技术转移影响城市协同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显

示，仅政策工具协同的调节作用为正，强化了绿色技术转

移对城市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通过显著检验。区

域政策协同、政策主体协同与绿色技术转移的交互项系

数均为负，且均未通过显著检验。

以上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出台的省级层面产学研协同

政策，显著强化了不同城市绿色专利合作对绿色技术转移

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打通绿色技术供给满足绿色技术需求

的“梗阻”，促进技术流动与技术溢出。但反过来，在区域

政策协同作用下，绿色技术转移对城市协同创新的需求牵

引作用并不显著。这是因为，产学研协同创新通常是需求

驱动的，由企业提出技术需求，再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展开

合作，实现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创新。说明中国的产学研

政策依然偏重供给端政策（如研发补贴、税费减免等），而

政府采购、技术转移支持等需求端政策尚待加强。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绿色专利清

单对中国绿色发明专利进行了识别，利用高校、科研机构

和企业的绿色专利合作以及绿色技术转移微观大数据，

刻画了中国 2010—2020年 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技

术研发合作网络和绿色技术转移网络，在此基础上，采用

联立方程组模型对城市协同创新和绿色技术转移之间的

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探讨了区域产学研政策协

同的调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

技术转移存在互促机制，城市协同创新有助于促进城市

绿色技术转移，反过来，绿色技术转移也进一步强化了城

市协同创新水平，体现了绿色创新价值链上游和下游之

间的互动溢出关系。②通过将城市协同创新和绿色技术

转移分解为拓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发现城市协同创新与

绿色技术转移的互动机制仅体现在拓展边际层面，绿色

技术合作研发与技术转移城市节点数量的增加是主导因

素，城市间的合作研发和技术转移平均强度有待提升，城

表 7　区域政策协同调节机制

变量

ln rsi_ipt-1

ln gtr_ip t-1

rps

zts

gjs

ln rsi t-1_ip×
rps

ln rsi t-1_ip×
zts

ln rsi t-1_ip×
gjs

ln gtr t-1_ip×
rps

ln gtr t-1_ip×
zts

ln gtr t-1_ip×
gjs

控制变量

N

R2

ln gtr_ip

（1）
0. 032

（0. 035）

0. 003
（0. 006）

0. 001**

（0. 000）

有

2 780
0. 847

（2）
0. 049

（0. 036）

0. 022
（0. 016）

-0. 009
（0. 012）

有

2 780
0. 847

（3）
-0. 085

（0. 075）

-0. 062*

（0. 036）

0. 045
（0. 029）

有

2 780
0. 847

ln rsi_ip

（4）

0. 085***

（0. 029）
0. 004

（0. 006）

-0. 003
（0. 003）

有

2 780
0. 786

（5）

0. 081***

（0. 029）

0. 019
（0. 015）

-0. 006
（0. 008）

有

2 780
0. 786

（6）

0. 133**

（0. 058）

-0. 056*

（0. 034）

0. 026
（0. 022）

有

2 780
0. 787

注：* P<0. 10，** P<0. 05，*** P<0. 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各

列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列（1）—列（3）分别为区

域政策协同、政策主体协同、政策工具协同与城市协同创新的交互，

列（4）—列（6）分别为区域政策协同、政策主体协同、政策工具协同

与绿色技术转移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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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间绿色技术合作网络还处于“建网”阶段、合作深度

有待加强。③城市协同创新与绿色技术转移的互动关系

仅在本地技术转移的空间维度生效，全国性的绿色技术

创新价值链循环格局尚未形成。④区域政策协同强化了

城市协同创新对绿色技术转移的促进关系，反之却不成

立，这与中国产学研政策存在重研发、轻转化的问题有

关，制约了其对城市协同创新需求牵引效应的发挥。

基于研究结果得到以下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绿色技

术协同创新。绿色技术的双重外部性特征，导致研发投

入激励不足。有必要充分发挥不同创新主体（高校、科研

机构、企业）和各地区的不同创新优势，加强绿色技术联

合研发以及合作创新，促进资源、信息与知识共享，降低

绿色技术研发风险，提高绿色技术协同创新能力。二是

畅通绿色技术转移渠道。以企业和产业需求为导向，开

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转移转化应用，促进绿色技术供

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强绿色技术转移的政策支

持，在平台建设、土地划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资质获

取等方面给予倾斜。搭建绿色技术转移平台，复制推广

中国首家国家级绿色技术交易平台的运行经验，以绿色

技术交易为驱动力，引导技术创新，促进成果转化，加快

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三是提升产学研政

策协同水平。既要从政策主体协同的角度，加强产学研

政策制定部门协调沟通，降低政策冲突以及提高政策执

行精准度；也要从政策内容协同的角度，增强产学研供给

政策、需求政策以及环境政策的协同性，在供给端继续加

大绿色技术研发补贴与税收优惠支持的同时，尤其要加

大需求政策及环境政策创新供给，加大政府绿色产品采

购以及绿色技术转移政策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

健全绿色技术交易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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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transf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cycle

SUN Bowen1，2，3

(1.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Zheji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3. Economic Big Data and Policy Evaluation Laborato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novation value chain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urb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used the green patent cooper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trans⁃
fer micro-big data of univers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to describe the green technology R&D cooperation net⁃
work and green technology transfer network of 278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0.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em⁃
pirically test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policy coordination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Urb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transfer had a positive feedback mechanism that pro⁃
moted each other, which reflected the mutual promotion cyc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green innova⁃
tion value chain. ② By decomposing urb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transfer into extensive margin and intensive 
margi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as only reflected at the extensive marginal level, and the 
number of cities was quickly embedded in the urb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transfer network, but the intensity of 
cooperative R&D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need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③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collaborative in⁃
nov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transfer was only effective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the inner city, and showed local regional attributes. 
The nation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value chain cycle pattern had not yet formed. ④ 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regional policy synergy index and found that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policy collaboration strengthened the promo⁃
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transfer, but not vice versa. The level of collaboration be⁃
twee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policy subjects and policy tools needed to be improve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coun⁃
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reen technologies by fully utilizing 
the innovativ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entities and different regions, enhancing the capacity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reen technol⁃
ogies, establishing effective channels for the transfer of green technologies,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pplication 
of common key technologies, promoting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green technologies, elevating the level 
of policy coordination among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and government by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de⁃
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and fostering synergy among policies related to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industry-univer⁃
sity-research collaboration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policies.
Key words urba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green technology transfer;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policy coordination;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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